
由刺到雅：宋代笔记中苏轼戏谑书写变迁

司　 聃

　　摘　要：宋代笔记中，苏轼戏谑书写早在北宋元祐年间便已成熟，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戏谑内涵在流

传中不断重构。 早期宋人笔记中，苏轼的戏谑之语讥刺意味过甚，以至俚俗，后来逐渐雅化，戏谑书写由直露讥刺

向文字游戏转变，向思想政治性叙事转变，凸显其刚正之德。 这种书写风格的转变既是宋学背景下叙事的严肃发

展的结果，又受到南渡以来政治再评价的影响。 苏轼戏谑书写经过宋人的反复阐释，其中所体现的文化信息已超

越戏谑语言本身，更加契合受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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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谑”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卫风·淇奥》，所
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１］ ，既言明戏谑中包含着

幽默逗趣的特征，同时又注意到不得以刻薄之语伤

人，足见彼时人们已觉察出戏谑可能衍生出伤害之

虐的一面。 六朝时期《文心雕龙》的内容分类中有

谐隐类，其意义与戏谑颇为相似。 刘勰认为这类作

品“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２］ ，对滑稽幽默中所凸显

的“刺”“虐”不满，认为其不符合仁德与教化的要

求。 宋人笔记中常见关于苏轼戏谑的记载，标题中

多以“谐谑”或“戏”或“谑”等词替代，如《曲洧旧

闻》中的《东坡与刘贡父谐谑》 ［３］１７２、《可书》中的

《东坡戏钱勰》 ［４］ 、《朝野遗记》中的“刘苏善谑” ［５］

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作者们的意识形态与

审美趣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宋人笔记中偏重对苏

轼雅谑的记载及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诙谐用语

也由以往的刺虐不断雅化，努力挖掘戏语中严肃认

真、富有大义的深层意蕴，这使得原本多讥刺的苏轼

形象向庄谐义勇过渡。 在宋人笔记对苏轼之趣的记

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南宋文人所憧憬

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其趣味性的象征义、多重表

达与内涵在南宋时期愈加浓厚，苏轼也由此成为可

以让南宋士人在精神领域实现故国之思的标志性人

物。 宋人笔记中的苏轼戏谑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中暗含着宋代文人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的转变，
宋代作者通过对苏轼形象的想象建构，使其成为宋

末文人现实人生缺憾的逆向性补偿；同时，其中部分

叙事元素与章节为后世沿袭并敷衍，成为明人传奇

中苏轼书写的根荄。

一、苏轼书写的谑与刺

苏轼其人，妙语连珠，戏谑引人绝倒，其中自不

乏警语，观其所留诗文笔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
兼性格豁达超然，引时人称赞，被认为个性、文章相

互成就。 《冷斋夜话》云：“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

此。” ［６］这种戏谑中往往凸显其辩才，如苏轼、程颐

关于司马光薨逝的仪礼之争以程颐告败而告终，较
之后世人对此事件的诸多演绎，亲历者将之归结为

“伊川不能敌其辩也” ［７］ ， 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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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才胜过程颐，以口才取胜。
苏轼善谑这一特征屡见于两宋笔记，无论是与

苏轼相识的北宋时人，还是南宋诸多作者，皆在笔记

中不吝笔墨，对苏轼善谑大加描摹。 有的直接下论

断曰：“苏子瞻好谑。” ［８］ 如《避暑录话》记载，苏轼

黄州时期贫病交加，却“戏以语客，客无不笑” ［９］５３，
突出其安贫乐道。 宋人笔记中对于苏轼戏谑的书写

多有情态描摹，轶事对话中屡见“子瞻每笑……子

瞻笑曰……子瞻又笑曰” ［１０］９５，“公熟视，笑呼掌笺

奏书史” ［１１］９６，“苏轼笑而遣之” ［１２］２１５等。 诗话类

的记载中亦屡见不鲜，如与王安石论诗， “坡笑

之” ［１３］５０；与秦少游唱和，“公闻而笑之” ［１３］５０；与
黄庭坚讨论换鹅帖，“坡大笑” ［１３］５１；更有“公为之

绝倒” ［１４］之类，格外着意烘托苏轼乐观善谑的性格

特征。
戏谑是幽默的语言艺术，在令人发笑的同时也

会引人深思。 但有时也会出现讥讽太过的情况，刺
之过度，则失之宽厚。 宋人笔记中亦可见对苏轼戏

谑中讥讽过度的负面评价：“虽轼辨足以惑众，文足

以饰非，自绝君亲，又将谁憝？” ［１５］ “东坡文章，妙绝

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 ［１６］ 即使是对“三苏”极
度推崇、视苏轼为一世人豪的蔡绦，也认为苏轼的戏

谑中带有恃才欺人的意味：“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

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 ［１７］南宋

诸士在为苏轼辩护时，将这种“恃才欺人”归咎为俚

俗化故事传播导致：“惟其善于谈笑，喜纳浮屠，故
至今谑浪俚谈，类必托之东坡、佛印，且曰东坡之见

辱于佛印者如此，而本无其实也。 呜呼！ 其殆此类

叹。” ［１８］２１７这里认为苏轼对佛印先言语相讥后见辱

于其并非历史真实，而是笔记的演绎，作者替苏轼正

名之情跃然纸上。
北宋笔记所记苏轼戏谑事颇多讥刺过甚的情

况，故事中的苏轼善以人的缺陷或身世等为噱头来

讥讽他人，令对方颇为不乐。 《渑水燕谈录》记载：
“贡父晚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 一日，与子

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 子瞻戏贡父云：‘大
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贡
父恨怅不已。” ［１９］１２５刘贡父晚年因患风疾而致鼻梁

塌陷，苏轼改刘邦《大风歌》相讥讽，座中人大乐，而
刘贡父“恨怅不已”，明显不满。 时人笔记中多有对

此事件的记录，如陈师道以小说笔法雅化此事：
　 　 世以癞疾鼻陷为死症，刘贡父晚有此疾，又
尝坐和苏子瞻诗罚金。 元祐中，同为从官，贡父

曰：“前于曹州，有盗夜入人家，室无物，但有书

数卷尔。 盗忌空还，取一卷而去，乃举子所著五

七言也。 就库家质之，主人喜诗，好其诗不舍

手。 明日盗败，吏取其书，主人贿吏而私录之，
吏督之急，且问其故，曰：‘吾爱其语，将和之

也。’吏曰：‘贼诗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壮

读书，颇知故事。 孔子尝出，颜、仲二子行而过

市，而卒遇其师，子路趫捷，跃而升木，颜渊懦

缓，顾无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经幢避之，所谓

‘石幢子’者。 既去，市人以贤者所至，不可复

以故名，遂共谓‘避孔塔’。”坐者绝倒。［２０］

此则记载增加了叙事元素，小说笔法更加突出。
刘贡父受苏轼牵连被罚金，因而称苏轼为“贼”；作
为反击，苏轼讽刺刘贡父鼻梁塌陷。 相较之前叙事

中苏轼直接讥讽对方的外貌缺陷，此则笔记注重对

故事背景的铺垫与对话内容的构建，不仅书写较为

完整，而且凸显讥讽戏谑的部分合理性。 虽然苏轼

依然是攻击刘贡父的面部缺陷，但这是对刘贡父先

行讥刺苏轼为“贼”的反击，且从背景交代中可引申

出二人关系亲密，结尾处只提“坐者绝倒”，而没有

提及刘贡父的反应。 这里在记载苏轼人格、本事原

委时，增加了大量的前置信息，用以佐证苏轼讥刺的

合理性，对戏谑讥刺呈正面态度。 由此可见，这一时

期宋人笔记对苏轼的讥刺书写已逐渐显露出雅化的

迹象，往往以更加圆融的方式讲述苏轼讥刺戏谑事，
雅刺并行。

此类带有明显冒犯意味的戏谑在早期关于苏轼

的叙事中并不少见。 《渑水燕谈录》记载：“子瞻以

蕲笛报之（赵昶），并有一曲。 其词甚美，云：‘木落

淮南，雨晴云梦，日斜风袅。’又云：‘自中郎不见，桓
伊去后，知辜负，秋多少？’断章云：‘为使君洗尽，蛮
风瘴雨，作清霜晓。’昶曰：‘子瞻骂我矣。’昶，南雄

州人，意谓子瞻以蛮风讥之。” ［１９］２２１赵昶自大庾岭

南麓来，苏轼将之归为蛮夷之人，并在笛曲词中以

“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相讥讽，赵昶知晓苏轼以

蛮风讥骂自己，并直言之。 又如《道山清话》所记：
“章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
人救止。 其后，朝士颇闻其事。 苏子瞻尝与子厚诗，
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

谓其讥己也，颇不乐。” ［１０］８０苏轼与章惇的恩怨纠

葛颇为人乐道，相较南宋后期的笔记主要书写两人

先后被贬岭海，过大庾岭时乡人对其态度的异同，早
期笔记则更加关注苏轼对章惇身世、个性的戏谑讥

讽，叙事结尾往往以章惇不乐告终。 此类笔记固然

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但从中亦可窥见作者的叙事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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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盖因苏轼善谑喜讥刺，故而赵昶、章惇将似是而

非的诗文认定为苏轼对自己的“骂”与“讥”。
如果说宋代早期笔记中，苏轼与文友的戏谑叙

事讥刺过甚，那么在与优伶相关的戏谑书写中，苏轼

的讥刺意味更为露骨。 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时，有
个营妓要求脱籍从良，苏轼在判词中写到“九尾野

狐，从 良 任 便 ”， 被 时 人 赞 为 “ 其 敏 捷 善 谑 如

此” ［１９］１２６。 苏轼携伎拜谒大通禅师，作“不见老婆

三五、少年时” ［２１］ 。 苏轼携伎访云龙山张真人，自
称“故将俗物恼幽人” ［２２］ ，借此戏弄出家人，带有强

烈的俚俗与冒犯意味。 “宴会上乐人惊艳的美貌能

够调动在场文士们的创作才华，进而可以写出佳作

来” ［２３］ ，但有时也会弄巧成拙。 如《墨客挥犀》记

载：“东坡尝饮一豪士家，出侍姬十余人，皆有姿伎。
其间有善舞者，名媚儿，容质虽丽而躯干甚伟，豪士

特所宠幸，命乞诗于公。 公戏为四句云：‘舞袖蹁

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
妓赧然不悦而去。” ［２４］ 这个舞姬高大丰硕，苏轼赠

诗以戏，甚为促狭，使舞姬难堪不悦。
这些关于苏轼的戏谑书写与一些时人对他的评

价相映成趣，如杨时评价苏东坡之诗“只是讥诮朝

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 ［２５］ ；陈师道认为“苏诗始学

刘禹锡，故多怨刺” ［２６］ ；苏轼的门人黄庭坚也认为

其文章“短处在好骂” ［２７］ 。 因此，北宋笔记中对于

苏轼谑刺的书写契合当时人们对苏轼的认知，在体

现其幽默机智的同时，对其善讥刺也不无微词，戏谑

书写背后的指摘油然可见。

二、由刺到雅：戏谑书写的变化

北宋文人在记载苏轼戏谑轶事时，也明确意识

到此类戏谑虽然能体现苏轼博学、机智、诙谐的一

面，有时却显得有失宽厚，因而也为时人所戒。 《晁
氏客语》记载：“东坡好戏谑，语言或稍过，纯夫必戒

之。 东 坡 每 与 人 戏， 必 祝 曰： ‘ 勿 令 范 十 三

知。’” ［２８］范十三即范纯夫，他对苏轼讥刺过甚的戏

谑持反对态度，苏轼亦自知，凡有戏谑过度，便不敢

让范纯夫知晓。 从中也可以窥见宋人对戏谑的矛盾

态度：一方面欣赏戏谑体现出的机智幽默；另一方面

也深知这属于“非礼勿语”范畴，不符合儒家中正美

学观。
论及宋人对戏谑的看法，当以洪迈《夷坚志》中

所言为宗：“滑稽取笑，加酿嘲辞，合于《诗》所谓‘善
戏谑不为虐’之义。” ［２９］１３２９此论断引《诗经》之语

来说明不应以戏谑语讥刺他人，而应当符合儒家温

柔敦厚的文艺观，更契合宋儒思想。 南宋以来，士人

在书写苏轼戏谑之事时增加了反思的成分，在一定

程度上显示出理学盛行之后士人的思路转向。 如认

为言语讥刺犹如毒刃，会带来双向的负面影响，不仅

令戏谑对象承受痛苦，而且戏谑者也会因贪于口舌

之快而带来不好的结果。 为论证戏谑并非徒争口舌

之利，书写者们或将其归因于苏轼刚直本性，常怀

“愤世疾邪之心” ［３０］１８４；或认为虽是讥刺之语，却
有内在深意，“乃所以深美之，非讥之也” ［３１］７６。 如

果说北宋至南渡初期的苏轼戏谑书写已逐渐雅化、
刺雅并行，那么南宋中期以后笔记中的苏轼戏谑书

写即使沿袭自北宋史源，也在材料撷取及叙述方式

上不断雅化。
１．由直露的言语讥刺向含蓄的文字游戏转变

以上文提到的苏刘戏谑事为例，北宋书写者关

注苏轼对刘贡父外貌的攻击，带有羞辱意味。 南宋

时对同样内容的戏谑书写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如
《春渚纪闻》所记：

　 　 刘贡父舍人，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 晚年

虽得大风恶疾，而乘机决发，亦不能忍也。 一

日，与先生拥炉于慧林僧寮，谓坡曰：“吾之邻

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 不逾岁，偶

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 其子愧之，乃引罪而

请其父曰：‘某拙于运财，以败成业。 今请从师

读书，勉赴科举，庶几可成，以雪前耻也。’其父

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 既别，且嘱之曰：
‘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 今子去

我而游学，倘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
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子

细看，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也。’”盖讥先生

前逮诏狱，如王晋卿、周开祖之徒，皆以和诗为

累也。 贡父语始绝口，先生即谓之曰：“某闻昔

夫子自卫反鲁，会有召夫子食者。 既出，而群弟

子相与语曰：‘鲁，吾父母之邦也。 我曹久从夫

子，辙环四方，今幸俱还乡里，能乘夫子之出，相
从寻访亲旧，因之阅市否？’众忻然许之。 始过

阛阓，未及纵观，而稠人中望见夫子巍然而来。
于是惶惧相告。 由、夏之徒，奔踔越逸，无一留

者。 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顾市中石塔似

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 已而群弟

子因目之为‘避孔子塔’。”盖讥贡父风疾之剧，
以报之也。［１１］９５

此则笔记由陈师道所记引申而来，但更为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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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手法更加明显。 刘贡父先开口戏称苏轼为贼，
引苏轼反击，二人引经善譬，相互打趣，刘贡父并非

处于被讥笑伤害的被动地位，讥刺冒犯的意味被大

大削弱。 同时，这一时期的其他笔记中也常见刘贡

父讥刺戏谑他人事，如嘲笑他人口吃，被苏轼评价

为：“贡父可谓滑稽之雄也。” ［３２］ 《乐善录》载：“刘
贡父博学有俊才，而滑稽善谑。 多所忤犯，人皆嫉

之，贡父乃以自夸也。” ［３３］刘贡父因滑稽善谑而“多
所忤犯”，自己却不以为意，行为举止略显不当。

宋代前期笔记所记多为苏轼对刘贡父的戏谑，
而后期笔记中这种单向度的戏谑逐渐转为双向，夹
杂着刘贡父本人的戏谑，这种双向戏谑逐渐由外形

嘲弄转向文字谐谑：
　 　 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
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
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

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 久之，以简招坡过

其家吃皛饭。 坡不省忆尝对贡父三白之说也。
谓人云，贡父读书多，必有出处。 比至赴食，见

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乃始悟贡父以三

白相戏，笑投匕筯，食之几尽。 将上马，云：“明

日可见过，当具毳饭奉侍。”贡父虽恐其为戏，
但不知毳饭所设何物，如期而往。 谈论过食时，
贡父饥甚索食。 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
答如初。 贡父曰：“饥不可忍矣。”坡徐曰：“盐

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 贡父捧

腹，曰：“固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

也。”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３］１７２

这里虽依旧有戏谑语，但已脱离外形嘲弄，转向

文字，主客对答之间凸显博雅，内容明显雅化。 在整

个过程中，苏刘情感和睦，“贡父大笑”，“（苏轼）笑
投匕筯，食之几尽”，“贡父捧腹”，二人对答从容自

洽，妙语连珠，最终“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名士

风度一览无遗。
早期笔记中，多见苏轼对肥硕者的戏谑，如钱穆

父形体丰硕，形象酷似九子母，苏轼戏之曰“今日为

本殿烧香，人多留住” ［１３］１００，引坐客大笑。 又如：
“顾子敦肥伟，号顾屠，故东坡《送行诗》有‘磨刀向

猪羊’之句以戏之。 又尹京时，与从官同集慈孝寺，
子敦凭几假寐，东坡大书案上曰：‘顾屠肉案。’同会

皆大笑。 又以三十钱掷案上，子敦惊觉，东坡曰：
‘且快片批四两来。’” ［３４］１１南宋笔记中对此类内容

的书写出现变化，不再是直接的言语讥讽，而是逐渐

转向文字游戏。 如孙宗鉴《西畲琐录》所载苏轼对

吕微仲身材丰硕的戏谑时，言语不再那么直露，而是

引经据典，在含蓄戏谑的同时凸显学养深厚：
　 　 东坡喜嘲谑，以吕微仲丰硕，每戏之曰：
“公真有大臣体，此《坤·六二》所谓‘直方大’
也。”仲拜相，东坡当制，其词曰：“果艺以达，有
孔门三子之风；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
而在苏轼与伶伎的书写中，也减少了讥刺意味，

展现出诗意雅化的一面。 如黄州营妓李琦求诗，苏
轼将之比海棠，“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

诗” ［１１］９０；营妓马盼私下效仿苏轼字体，屡书山川

开合 四 字， “ 公 见 之 大 笑， 略 为 润 色， 不 复 易

之” ［３５］９２，戏谑趣味有明显的雅化；杭妓琴操与东

坡就人生对话，东坡以白居易诗“门前冷落车马稀，
老大嫁作商人妇” 相对，最终 “琴大悟，即削发为

尼” ［３６］ ，两人之间的言语往来毫无情色俚俗意味，
带有佛家空寂。

南宋中期后，笔记书写中将苏轼戏谑雅化的痕

迹更 加 明 显， 甚 至 直 接 加 入 论 断 “ 东 坡 多 雅

谑” ［１２］２３４，或以“苏东坡不甚喜妇人，而诗中每及

之者，非有他也，以为戏谑耳” ［３７］等，为其戏谑之语

开脱。 更有模拟《汉书》中的张禹书写，言：“东坡待

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至有

终席不交一谈者，其人往返，更谓待己之厚也。 值有

佳客至，则屏去妓乐，杯酒之间惟终日谈笑耳。” ［３８］

这里苏轼虽有戏谑之举，但并不是对所有人，仅与性

格相投的“佳客”终日谈笑，行为处事适度而不疏

狂，更符合传统意识形态下士大夫的形象特征。
２．戏谑讥刺在雅化解读中不断严肃化

在苏轼的戏谑书写中，宋人笔记对其与程颐的

仪礼之争记载较多。 北宋中期以后，笔记中关于此

事的书写发生了明显的流变。 据程氏记载，苏轼询

问程颐为何熟悉丧仪，言：“轼闻居丧未葬读丧礼。
太中康宁，何为读丧礼乎？” ［３９］４１６这里苏轼的语言

刻薄且具有攻击性，足见二人仪礼之争的激烈。 程

颐性格古板，曾被邵雍喻为“生姜树上生” ［３９］１９７，
与极富情趣的苏轼差异较大，二人之间容易产生戏

剧性张力。 早期笔记对此事的记载沿袭史源，苏轼

对程颐的评价比较辛辣，认为他是乡曲先生：“子瞻

戏曰：‘颐可谓懊糟鄙俚叔孙通。’” ［４０］ 从“闻者笑

之”可以看出，时人对此评语也似乎高度接受，书写

者显然对苏轼的讥刺持正面态度，以苏轼的幽默衬

托程颐的迂腐呆板。
南宋人对于苏轼与程颐的仪礼之争的书写态度

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对戏谑持“轻薄”评价，如“苏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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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瞻千古奇才，独以轻薄雠程子” ［１８］２１７；有人认为

苏轼恃才傲物，戏谑之语更似对程颐的诋毁，如“东
坡先生才气高一时，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颐之奸，
又诋程为‘鏖糟陂里叔孙通’” ［４１］ ；有人认为苏轼

过于任性使气，对程氏诋訾，如“坡公气节有余，然
过处亦自此来” ［４２］ 。

南宋笔记中对苏程之争的言说，还出现重新解

读的迹象，试图为苏轼开脱：
　 　 东坡讥骂勒侮，略无假借，人或过之，不知

东坡之意，惧其为杨、墨，将率天下之人，流为矫

虔庸堕之习也，辟之恨不力耳，岂过也哉？［４３］４６

沈作喆承认苏轼对程颐 “讥骂勒侮，略无假

借”，虽以辩才胜，但“人或过之”。 在他看来，这是

因天下人不了解苏轼天性而妄加指责。 同时，他进

一步敷衍苏程之争的本事：
　 　 司马温公薨时，程颐以臆说敛如封角状。
东坡嫉其怪妄，因怒诋曰：“此岂信物！ 一角附

上阎罗大王者耶？”人以东坡为戏，不知《妖乱

志》所载吴尧卿事，已有此语，东坡以比程之陋

耳。 坡每不假借程氏，诚不堪其迂僻也。［４４］９１

南宋时期的笔记进一步淡化了苏程之争中的戏

谑成分，如《贵耳集》将其置于洛蜀党争的大背景

中：“元祐初，司马公薨。 东坡欲主丧，遂为伊川所

先，东坡不满意。 伊川以古礼敛，用锦囊囊其尸，东
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
上阎罗大王。’东坡由是与伊川失欢。” ［４４］１４６－１４７这

里将关注点放在苏程二人自此失和上，继而勾连出

洛蜀党争的宏大叙事，书写态度较为严肃。
还有一些笔记在讲述苏程之争时，忽略先前的

戏谑书写，将关注点转向是非之辩，将讨论的话题回

归祭祀本身：“程、苏致斋，厨禀造食荤素，苏令办

荤，程令办素。 苏谓致斋在心，岂拘荤素？ 为刘者左

袒。 时馆中附苏者令办荤；附程者令办素。 予谓不

然。 斋之禁荤见于法令，乃禁五辛，虑耗散人之气，
间其精诚。 与禁饮酒、听乐、嗜欲、悲哀一同。 欲其

致一之妙，通于神明耳。 二公未免以荤为鱼肉，徒有

是非之辨。 《庄子》载颜回不饮酒，不茹荤，谓祭祀

之斋是也。” ［４５］

又如苏轼科场自拟皋陶典之事，北宋人在书写

时，突出苏轼对编撰典故的不以为然态度凸显其洒

脱不羁的个性：“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
以问之。 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
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４６］至南宋，杨万

里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有了另外的解读：

　 　 欧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

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

第二。 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
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 坡

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
有。 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

其子丕。 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

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

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

下。”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
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

辟。 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

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知

此典故不出尧？［４７］

这里的对谈人由梅尧臣变为欧阳修，后者是当

时文坛与政坛的领袖人物，他对此事的态度可以视

为官方与主流态度。 这里对苏轼编撰典故做出了合

理化的解释：苏轼效仿孔融，对所撰内容进行符合历

史逻辑的常识性推论。 相较北宋人所记梅尧臣的

“大骇”，欧阳修对此的反应只是“大惊”，并感叹这

是苏轼善读书、善用书的表现。 作者于结尾特意论

述道：“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

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尧？”书写者在苏轼

善读书、善用书的预设背景下，将其编撰典故之事解

读得更加圆融、偏于正统，消弭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

离经叛道意味。
南宋笔记在记录苏轼戏谑之语时，不断进行雅

化解读，或凸显其博闻强识，或将其与时政联系起

来。 苏轼拜谒吕微仲，因其久眠而以“六目龟” ［３４］８

相戏。 南宋人对此这样解读：“世南尝疑坡寓言以

讽吕，未暇寻阅质究。 偶因见岭海杂记，有载六目龟

出钦州，只两眼，余四目乃斑纹。 金黄色，圆长中黑。
与真目排比，端正不偏。 子细辨认，方知为非真目

也。” ［４８］这里“六目龟”已不是戏谑讥刺，而是代表

着苏轼的博闻强识。 在部分篇章中，书写者将苏轼

的戏谑与时政相连，将其戏谑解读为有感于时局的

不平则鸣，而不是泄一己之愤，淡化了戏谑带来的自

娱与娱人色彩。 如“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

文章，规切时政” ［４９］６３５，“熙宁间介甫当国，力推新

法，子瞻讥诮其非，形于文章者多矣。 ……二公皆一

时伟人” ［３１］５８，等等。
３．以戏谑之语凸显豁达、刚正之德

自北宋至南宋，苏轼戏谑的笔记书写中凸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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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豁达、博厚的条目不断增多。 前期笔记中，苏轼或

“抚掌”，或“大笑”，性格跃然纸上。 南宋笔记中对

苏轼乐天豁达性格的描摹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情态

记录，更与其人生起伏的宏大叙事联系起来：
　 　 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
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觕恶不可食。 黄门

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 徐谓黄门曰：“九三

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秦少游闻之，
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而已。” ［５０］

苏轼以爱食闻名，兄弟二人在贬谪途中相遇，面
对难以下咽的恶食，苏辙“置箸而叹”，苏轼则“已尽

之矣”，并与弟弟打趣、大笑。 这里通过动作、语言、
表情等多维度细节勾勒，表现出身处逆境中的苏轼

的豁达心态与看淡生死的坦然。
宋人还在笔记中巧妙地以戏谑之语凸显苏轼刚

正廉洁的美好品格：
　 　 苏子由在政府，子瞻为翰苑。 有一故人，与子

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 一

日，来见子瞻，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为助。”公

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

一墓。 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
裸葬以矫世。 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冢，用力弥

艰；既入，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 遗制，圹中

无纳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复见有二冢相

连，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 见一人，曰：‘我伯

夷也。’瘠羸，面有饥色，饿于首阳之下。 ‘无以应

汝之求。’其人叹曰：‘用力之勤，无所获，不若更穿

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谓曰：‘劝汝别谋于他

所，汝视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故

人大笑而去。［３５］１１４

故人前来求苏辙干谒，苏轼不便直接拒绝，却以

伯夷、叔齐自比，言明兄弟二人为官清正廉洁，不徇

私情。 此举动固然有复杂局势下的无奈，却直以通

达的态度书写，言语妙趣，故人亦有魏晋之风，不纠

缠，“大笑而去”。
南宋笔记对苏轼的戏谑书写不以浮于形上的嬉

笑为叙述重点，更加关注其中的价值，所谓“嬉笑之

怒，甚于裂眥” ［４９］１８，在戏弄的外衣下包裹着严肃

的道德内核。 又如：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
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 望

长桥上，灯火闹。 史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

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云：“知有新

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 在法，泗州夜过

长桥者，徒二年。 况知州邪！ 切告收起，勿以示

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

徒二年以下。” ［５１］１７６

此则戏谑为自嘲，与刘太守的刻板相映成趣，在
彰显趣味性的同时，亦有对人生的体味与反思，苏轼

个性之豁达可见一斑。
南宋时期，对苏轼大义的书写进一步增多。 如：

“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 东坡勇于为义，或失

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 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

上获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 ［５２］３９５这里的

讥刺基于“勇于为义”，虽是戏谑书写，彰显的却是

苏轼的勇与义。 因此，戏谑体现出的是“浩然之气，
是他胸中无累，吐出这般言语” ［５３］ ，不是缺乏大义

的妙语机锋，而是勇与义的具体体现。

三、苏轼戏谑书写变化的深层原因

苏轼一生受党争牵连，遭遇坎坷，评价起落不

定，其人生遭遇可谓北宋党争的缩影。 宋代笔记中

的苏轼书写，明显地带有儒学与官方意识形态主导

的鲜明色彩。 戏谑书写由俗到雅的过程既是文体自

身发展变化的结果，又受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
１．宋学背景下的叙事严肃性

在南宋理学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对叙事严肃性

的要求不断提高。 “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绍
熙尚程氏，曰洛学。” ［５４］在内忧外患压力下，思想流

派中“理”胜出。 多讥刺显然不符合儒家的规范，
“戏谑不惟害事，志亦为气所流。 不戏谑，亦是持志

之一端。” ［５５］此观念虽非肇始于南宋，却被理学一

派奉为圭臬。 苏轼戏谑中凸显口舌之辩无疑是儒家

“君子不重则不威” ［５６］１０的演绎，是威重、严肃的反

面，消弭了士大夫身上的儒家道德———“刚毅木讷，
近仁” ［５６］１６１，戏谑展现出的机敏精巧与木讷相左，
与儒家要求的忠厚更是相去甚远。 在这种文化观念

的观照下，苏轼戏谑书写出现新变化。
苏轼其人“明敏可爱”，笔记中对于苏轼的戏谑

书写，创作基调多为惯用的名士风流，没有勾勒出理

学观念中的士大夫形象。 在理学背景下，文人对于

苏轼的戏谑书写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雅正解读，偏
重“谑而不虐”，摒弃以前书写中对人外在的低俗嘲

讽，即使涉及男女话题也无关“性”。 这种戏谑彰显

的是一种谐趣，一种文化品位，在诙谐的外壳下，彰
显着正统性及严肃性。 因此，嗜好美食的苏轼，逐渐

被记 录 为 “ 东 坡 性 简 率， 平 生 衣 服 饮 食 皆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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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２９］１４，不追求过多的欲望与外在享受。 即使对

苏轼冒死吃河豚的书写，也加入雅化的解读：“东坡

诚有味其言，使嗜色如嗜河豚者而不知戒，皆不免于

死。 噫！ 东坡诚有味其言。” ［５２］２９５

这种文化品位在政治类叙事中，更体现为向严

肃性无限靠拢。 戏谑看似荒诞不经，实则饱含着庄

严的情感。 宋家诸子不敢将宋祁兄弟文集借于苏轼

看，因其中有一首张贵妃制，担心苏轼“万一摘数语

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 ［５７］ ，看似书写苏轼戏谑，
实则讥刺逢迎者，别有深意。

２．南渡以来的政治再评价

靖康之变后，宋廷南迁，自皇族至士人在深恨中

反思国家覆亡的原因，皆将之归于党争。 南宋虽未

承绪前朝的新旧党争，但庙堂之上始终萦绕着党争

气息，时刻刺激着时人反思北宋之亡。 这一时期，笔
记中“神怪茫昧，肆为诡诞” ［３５］２８１的内容进一步减

少，代以现实书写，于黍离之悲中回溯宋代的党争历

史，认为党争导致派系倾轧，继而奸佞当道、良臣蒙

难。 在北宋后期遭受政治打击、被尘封禁锢许久的

元祐党人因此获得“拨乱反正”的机会，“盖我朝之

治，元祐为甚……当熙、丰小人相继用事之后，使非

继以元祐，则中原之祸，不待靖康而后见” ［５８］ ，“章
惇、蔡京为政，欲殄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
致靖康之祸” ［４９］１２７，“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

矣” ［４９］５９０。 元祐被视为忠与正的时期，元祐党人普

遍获得政治再评价与广泛同情，“士大夫有知之者，
莫不叹恨也” ［３］１０３。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作为元祐党人之首的苏轼，
获得了正向情感投射。 宋孝宗于乾道九年（１１７３
年）追赠苏轼为太师，感叹“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

同时”“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 ［５９］ ，将
彼时对苏轼的褒奖视为公允之评。 皇帝缅怀故老，
激起了文士们明君贤臣理想政治模式的投射。 作为

宋型文化代表的苏轼，在政治再评价的观照下，成为

南宋人回溯历史的标识性人物。 北宋亡于党争的思

维贯穿着南宋，南宋对亡国的反思及对党争的厌恶

亟须建构一个正面人格形象。 作为党争失败者的苏

轼，因才高、忠义获得了正向的情感投射，成为一种

文化符号与象征，表述着宋世风流。 在这种政治再

评价的观照下，笔记中对于苏轼的戏谑书写附着了

更多的文化及政治价值，有了多向度的发展。
一是关联元祐党人身份，描述其南迁行状。 此

类戏谑书写更能体察忠臣蒙难的悲剧内核，如禁毁

苏轼所书神道碑，以张山人插科打诨“只消令山人

带一个玉册官，去碑额上添镌两个‘不合’字，便了

也” ［１１］７８来讲述，看似瓦舍艺人“说浑话”，实则讥

刺新党对元祐学术的禁毁。 岭海时期苏轼的戏语书

写带有身世之感，与友言：“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
吾二人又穷于圣俞之诗，可不大笑乎？” ［１２］２１２答姓

名曰：“罪人苏轼。” ［１２］１９５看似妙语自嘲，实则有悲

剧内核，情感严肃。
二是关于苏轼后世接受的书写增多。 宣和初，

卖墨者借苏轼名头，身价倍增［９］１８－１９。 “士大夫不

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３］２０４

此外，笔记中着重对苏轼北归的书写。 众人尾随苏

轼求墨宝，“公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

付人” ［１１］９２，寥寥数语内涵丰富，既说明苏轼声名

远播，又表现其亲和超脱。 笔记中更有对父老争睹

苏轼的渲染：“闻东坡之至，父老儿童二三千人，聚
立舟 侧。” ［１２］２３８ 士 人 仰 慕 东 坡， 门 人 以 “ 过 东

坡” ［６０］称呼，甚至绿林之流也修葺六如亭［２９］８７，更
有甚者与苏轼后代痛饮，不惜醉酒而卒［５１］１９４。

三是将苏轼作为一个宋世文化符号，展现宋文

化的繁荣。 靖康之变为宋代士人带来深刻的亡国之

痛，在与辽、金、蒙古等游牧政权的交往中，宋处于比

较被动的地位。 因此，更需在精神层面寻找自信，尽
力书写宋文化的繁荣，以弥补现实失利带来的心理

创伤。 南宋中期之后，笔记中关于苏轼与辽金等国

使者交锋的戏谑书写增多。 苏轼聪慧巧辩，常令异

国使者折服倾倒，在外交上维护了宋廷的体面与尊

严。 如岳珂《桯史》所记：
　 　 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

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 元祐间，东坡寔膺是

选。 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 其国旧有一对

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
是徧国中无能属者。 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

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 ‘四诗

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

叹愕。 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
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 谨閟而

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
使出不意，大骇服。 既又有所谈，辄为坡逆敚，使
自愧弗及，迄白沟，往反齚舌，不敢复言他。［６１］

这是南宋人的北朝回忆，不再像早期苏轼戏谑

书写那样从辛辣妙语上探寻戏谑乐趣，而是将才高

忠义作为支撑点，将个性之乐转变为政治之乐。
这一时期，笔记中对于苏轼在辽、金等地接受的

书写增多。 如：“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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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如此” ［１９］８９，“苏文忠昔帅此郡，做《松醪赋》，金
人以碑刻相遗” ［６２］ 。 更有笔记记载辽人与奉旨使

北的宋臣面前讨论苏轼词，宋臣改词为“谈笑间，狂
虏灰飞烟灭”相讥讽，使辽人“默无语” ［４４］１９４。

３．苏轼之趣成为宋世风流的代表

宋世风流不同于前朝，宋代士人阶层一直以平

民为主体。 士大夫们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之趣，“山
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 ［６３］ 。 此乐为

俗世 生 活 之 趣， 而 不 是 “ 多 识 于 鸟 兽 草 木 之

名” ［５６］２１１式带有功用价值的获得。 宋代的士大夫

们已跳出“兴观群怨” “事父事君”的原始儒家诗教

范畴，而更愿意沉浸世俗生活，体味其中的趣味，俗
世生活的市井趣味可视为宋型文化的标志性特色。
宋人并不羞于展示、分享世俗之趣，且不认为此般趣

味相较唐人的功业之趣更为逊色。
南宋时期，汉唐政治本体已消解，宋学与禅学的

入世转向相融合，因此，宋世风流体现在传统规范与

现实风情的融合，士林风流与市井风俗的合拍［６４］ 。
苏轼为宋世风流的典型人物，传统的“兼济天下”与
“独善其身”已不是主观上要求对外在社会准则的

认同，而是丰富自我的手段［６５］ 。 外在事功不再是

唯一的评判标准，在仕隐之间起伏的苏轼对人生意

义的思考具有普世意义，对现实有超越性的悲剧审

美，逐渐成为宋世风流的代表性人物。
南宋笔记对于苏轼的记载多为回忆性书写，带

有浓厚的时代烙印。 随着时间的流逝，曾与苏轼会

面相知的一代人老去，苏轼逐渐成为一个口耳相传

的文化符号。 笔记非正史，作者可以自身视角追忆

旧时，构建带有浓厚主观性的北宋记忆，曾在汴京生

活过的人在战败、离乱之痛下回溯，“暗想当年，节
物风流，人情和美” ［６６］４，不免情绪低落，流涕长太

息。 “坡公作诗时，建中靖国元年辛巳。 予闻希赐

语时，绍兴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 今追忆前

事，乃绍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４９］５６２作者们

在对旧日生活、前朝人物的追忆中，以文字建构出想

象中的典范宋世，通过对盛世的追忆与真实时局做

心理对峙。 东坡之趣是士大夫文化审美的代表，体
现出一个比典章制度更重要、更高层次的文化审美。
因此，宋人笔记通过对苏轼的书写构建出南宋士人

精神上的神圣空间，在对苏轼本体的再创造中，完成

精神的朝圣，在现实世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与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诗歌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例如，苏轼歌咏陈州门的诗原本平常，但南宋人再吟

诵时，便成为故国记忆的再生，以至于“每诵此诗，

未尝不泪满青衫也” ［６６］２４。 苏轼的博闻强识中彰

显着宋世的富贵风流，南宋末士人颇喜解析苏轼诗

歌，列举其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木之品、花之品、
虫鱼之品［６７］ 。 苏轼已成为彼时文人的一种精神寄

托，在对苏轼的建构中，南宋文人的心理防线也在建

构，在寻找慰藉的同时更加沉郁顿挫，在沉痛书写中

有别样的感受。

结　 语

南宋一朝偏安一隅，始终在风雨中飘摇，东坡戏

谑书写的雅化是时代赋予的烙印。 南渡之后，随着

南宋综合国力的江河日下，有识之士的政治理想趋

于幻灭，他们进一步退缩到自我抒怀、自我回忆的狭

小圈子中，在对往昔的回忆与重构中达到精神的解

脱，以记忆中的宋世风流消磨现实的时光。 相较正

史的严谨，笔记小说拥有更多的自由创作权，记录昔

日旧闻、名臣高士言行，借以寄托故国之思［６８］ 。
苏轼善谑书写早在北宋元祐年间便已成熟，却

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戏谑内涵在流传中重

新解构。 流变承载着异时宋人的意识形态变迁，具
备多种情感倾向的表达，戏谑体现的文化信息及独

特时代气息，加之历代宋人反复阐释，其已超越了戏

谑语言本身。 笔记作者将苏轼戏谑作兴寄书写，展
现其人才华风雅、任情旷物，满足了接受者的心理需

要。 面对大厦将崩的末世气数，苏轼戏谑之趣成为

故国文脉及文明的象征，成为南宋人的精神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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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１９：１３５．
［１５］朱彧．萍洲可谈［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１１７．
［１６］罗大经．鹤林玉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１８８．
［１７］蔡绦．铁围山丛谈［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５９．
［１８］黄震．黄氏日抄［Ｍ］ ／ ／ 全宋笔记：第十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１９．
［１９］王辟之．渑水燕谈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２０］陈师道．后山丛谈［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７０．
［２１］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６３７．
［２２］苏轼．苏轼诗集［Ｍ］．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８２２．
［２３］柏红秀．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Ｍ］．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１８１．
［２４］彭□．墨客挥犀［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４７４．
［２５］杨时．杨时集［Ｍ］．林海权，校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２７０．
［２６］何文焕．历代诗话［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３０６．
［２７］黄庭坚．黄庭坚全集［Ｍ］．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２１：４２５．
［２８］晁说之．晁氏客语［Ｍ］ ／ ／ 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二册．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１９：１３６．
［２９］洪迈．夷坚志［Ｍ］．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３０］韩淲．涧泉日记［Ｍ］ ／ ／ 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１９：１８４．
［３１］王楙．野客丛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３２］曾慥．高斋漫录［Ｍ］ ／ ／ 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１９：１１．
［３３］李昌龄．乐善录［Ｍ］ ／ ／ 全宋笔记：第九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１９：５０．
［３４］孙宗鉴．西畲琐录［Ｍ］ ／ ／ 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四册．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１９．
［３５］张邦基．墨庄漫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３６］吴曾．能改斋漫录［Ｍ］ ／ ／ 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四册．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０１．
［３７］袁文．瓮牖闲评［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８０．
［３８］施德操．北窗炙 录［Ｍ］ ／ ／ 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八册．郑州：大

象出版社，２０１９：３３．
［３９］程颢，程颐．二程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４０］孙升．孙公谈圃［Ｍ］ ／ ／ 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郑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１９：２６７．
［４１］吴曾．能改斋漫录［Ｍ］ ／ ／ 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四册．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７．
［４２］程毅中．宋人诗话外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１１７６．
［４３］沈作喆．寓简［Ｍ］ ／ ／ 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

社，２０１９．
［４４］张端义．贵耳集［Ｍ］ ／ ／ 全宋笔记：第六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１９．
［４５］戴埴．鼠璞［Ｍ］ ／ ／ 全宋笔记：第八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２６６．
［４６］叶梦得．石林燕语［Ｍ］．宇文绍奕，考异．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１１５．
［４７］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４３７５．
［４８］张世南．游宦纪闻［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１８．
［４９］洪迈．容斋随笔［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５０］陆游．老学庵笔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１２．
［５１］王明清．挥麈录［Ｍ］ ／ ／ 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一册．郑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１９．
［５２］孙奕．履斋示儿编［Ｍ］．侯体健，况正兵，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５３］车若水．脚气集［Ｍ］ ／ ／ 全宋笔记：第七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２３７．
［５４］赵彦卫．云麓漫钞［Ｍ］．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１３５．
［５５］吕祖谦．近思录［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６７．
［５６］孔子．论语［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５７］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３１９．
［５８］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１１７－１１８．
［５９］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 ２３５ 册［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６：１６１．
［６０］叶绍翁．四朝闻见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７２．
［６１］岳珂．桯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１２．
［６２］程卓．使金录［Ｍ］］ ／ ／ 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

社，２０１９：２９８．
［６３］苏轼．苏轼文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１８３２．
［６４］冷成金．唐诗宋词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
［６５］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Ｍ］．北京：文苑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３９．
［６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Ｍ］．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６７］阚海娟．梦粱录新校注［Ｍ］．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５：２４．
［６８］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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